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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该研究对 1720 名三、四年级学生进行了三次追踪调查，采用潜在转变分析考察了数学

焦虑的类别及其转变，同时对学生感知到的父母教育卷入在其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研究选

题具有意义，思路清晰，采用的方法恰当，所得结果可信。建议对以下问题进行思考并做相

应的回应或修改。 

 

意见 1：作者在前言部分提到“已有研究大多采用横断设计揭示儿童数学焦虑存在不同类别

的可能性”，而没有提及其他采用 LCA 或 LPA 对数学焦虑进行分类的研究。事实上，在作

者的引用文献中，Fan 等（2019）、Hart 等(2016)以及 Wang 等（2018）研究者的有关研究

或许提供了较为合适的论据。这些研究有些只关注数学焦虑的“高低”，但是 Wang 等（2018）

的研究也关注了学习焦虑和考试焦虑这两个成分。建议在论证有关内容时，引用更为恰当的

文献。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在数学焦虑存在群体异质性已经得到初步证实的证据中，我们在原稿中同时引用了 Fan 

et al.(2019)、Hart & Logan (2016)、Wang et al.(2018)、Wang et al.(2020)、Xiao et al.(2021)。

我们引用上述研究的目的在于说明少数已有关于数学焦虑群体异质性研究的不足。比如，

Fan et al.(2019)、Hart & Logan (2016)、Xiao et al.(2021)虽然使用 LCA 或 LPA，但是只关注

数学焦虑的“高低”，并没有考虑数学焦虑的不同维度。其次，Fan et al.(2019)、Hart & Logan 

(2016)、Wang et al.(2018)、Xiao et al.(2021)的研究均为横断的潜在剖面研究，少有研究使用

追踪设计考察儿童数学焦虑的异质性。 

诚如专家所说，虽然 Fan et al.(2019)、Hart & Logan (2016)的研究使用了潜在剖面分析

(LPA)的方法，但是只关注了数学焦虑“高低”，均没有关注数学焦虑的异质性，因此，不

能作为数学焦虑群体异质性初步得到证实的证据。只有 Wang et al.(2018)的研究关注了数学

学习焦虑和数学考试焦虑两个维度，初步揭示了数学焦虑存在异质性的可能。因此，参照审



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在此处不再引用 Fan et al.(2019)、Hart & Logan (2016)的研

究，并补充引用新的更为恰当的文献(Ahmed, 2018)进行论述。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正文中的修改见红色标记处）： 

修改稿：目前, 虽然数学焦虑存在群体异质性已得到初步证实(Ahmed, 2018; Wang et al., 

2018; Wang et al., 2020), 但现有研究存在以下明显不足。首先, 研究者在对数学焦虑类别进

行划分时, 没有考虑到数学焦虑的不同维度(Ahmed, 2018; Wang et al., 2020), 这可能掩盖了

不同数学焦虑个体的一些具体特征。其次, 据我们所知, 仅有 Wang 等人(2018)一项研究使用

潜在剖面分析并考虑到了数学学习焦虑和数学考试焦虑两个维度, 发现了不同数学焦虑维

度与数学学习动机的不同联系, 初步揭示了数学焦虑具有异质性的可能。但目前尚无研究者

从纵向角度来探讨数学焦虑群体异质性类别的发展转变情况。发展情境理论非常强调个体发

展的具有可塑性, 个体不断地受到情境事件的影响, 处于持续地发展变化之中(张文新, 陈

光辉, 2009)。由此可知, 数学焦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时间不断发展的过程(Rubinsten 

et al.,2018)。因此, 不同数学焦虑亚组的个体是否会随着时间发展产生转变, 并且在转变过程

中是否会受到一系列环境因素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探讨。（见修改稿第 3 页，1 引言，第 4

段）。 

参考文献 

Ahmed, W. (2018).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math anxiety during adolescence: Associations with STEM 

career choic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67, 158–166. 

 

意见 2：变量控制或选择的问题：对于有可能影响数学焦虑的一些重要的前因变量（如，数

学成绩、教师变量），是否有所控制或者作为协变量纳入考虑？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需要澄清的是，在论文原稿中，我们首先建立了无条件的LPA模型(即没有控制/协变量)，

将儿童数学焦虑划分为三个潜在类别。其次，我们建立了无条件的 LTA 模型，考察儿童数

学焦虑随时间的发展转变情况。在上述两个阶段，我们重点关注儿童数学焦虑的异质性类别

以及随时间的转变情况。因此，我们首先建立了无条件的 LPA 和 LTA 模型。 

再次，我们建立了包含协变量的 LTA 模型，考察父亲/母亲教育卷入对儿童数学焦虑类

别转变的影响，在此步骤中，我们加入可能会影响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变量作为协变量控制。

在原稿中，仅将考试焦虑、性别、年级三个与数学焦虑相关的因素作为协变量控制，没有考

虑数学成绩、教师因素等其它与数学焦虑相关的因素。诚如专家所言，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表



明，数学成绩和数学焦虑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Barroso et al., 2020; Hembree, 1990; Ma, 

1999)，因此，根据专家的建议，在修改稿中，我们加入数学成绩作为协变量控制。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正文中的修改见红色标记处）： 

修改稿： 

2.2.4 数学成绩 

使用每学年的数学期末考试成绩作为本研究的数学成绩指标。在数据分析过程中, 分别

对不同时间点、不同学校、不同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进行标准分转换。（见修改稿第 6 页，

2.2.4 数学成绩）。 

另外关于教师变量，已有研究表明，教师期望、教师热情、教师性别偏见、教师支持等

因素与数学焦虑存在相关关系(Li, Zhang, et al., 2021; Rubinsten et al, 2018; Wang et al., 

2020)。例如，Li 和 Zhang 等(2021)的研究表明，数学教师支持可以直接与儿童的数学焦虑

产生联系，也可以通过影响儿童的数学学习投入间接的影响儿童的数学焦虑。Wang 等(2020)

的研究表明，相较于高数学焦虑组，非数学焦虑组的学生感知到更高水平的教师热情、教师

期望和更低水平的教师性别偏见。本研究虽然将数学成绩、考试焦虑、性别、年级作为协变

量控制，但是，没有将教师因素纳入协变量，是因为考虑到本研究的被试为三、四年级的学

生，被试年龄较小，测量的变量数目过多容易产生疲劳效应，为了降低施测过程中被试的疲

劳感，从而保证研究数据的可靠性，我们没有对教师因素等其他与数学焦虑相关的变量进行

考察。但是，诚如审稿人所言，教师因素的确是影响小学儿童数学焦虑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

因此在本研究的结果解释和讨论中，我们应该考虑到本研究的结果没有控制教师因素的影

响，并且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把更多与数学焦虑相关的因素纳入，以提升研究设计的严

谨性，并进一步考察教师变量与数学焦虑的联系。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正文中的修改见红色标记处）： 

修改稿：最后, 需要注意的是, 本研究在考察父亲/母亲教育卷入对儿童数学焦虑的类别

转变作用时, 没有考虑到教师因素等其他可能会影响儿童数学焦虑的环境变量。已有研究证

据表明, 教师期望、教师热情、教师性别偏见、教师支持等因素与数学焦虑存在相关关系(Li, 

Zhang, et al., 2021; Rubinsten et al, 2018; Wang et al., 2020)。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考察教师变量

与数学焦虑之间的联系。（见修改稿第 22 页，4.4 本研究的意义、局限性与未来展望，第 2

段）。 

参考文献 

Barroso, C., Ganley, C. M., McGraw, A. L., Geer, E. A., Hart, S. A., & Daucourt, M. C. (2020).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ath anxiety and math achieve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7(2), 134–168. 

Hembree, R. (1990). The nature, effects and relief of mathematics anxiety.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21(1), 33–46. 

Li, H., Zhang, A., Zhang, M., Huang, B., Zhao, X., Gao, J., & Si, J. (2021).Concurrent and longitud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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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X. (1999).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toward mathematics and achievement in 

mathematics.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30(5), 520–540. 

Rubinsten, O., Marciano, H., Levy, H. E., & Cohen, L. D. (2018). A framework for study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risk factors in math anxiety.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2, 291.  

Wang. Z., Oh. W., Malanchini. M., & Borriello. G. A. (2020).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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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数据的嵌套结构问题：研究样本来自两所小学的两个年级，一共有多少个班级呢？

该研究的数据似乎是嵌套数据，学生嵌套于班级。而且学生的数学焦虑本身通常与教师、班

级存在一定关系，忽略嵌套结构很容易导致估计结果的偏差。是否可以采用两水平分析的方

法进行分析？数学焦虑的班级间差异有多大？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本研究样本一共涉及 30 个班级。诚如审稿人所言，研究样本来自于 30 个班级极有可能

存在嵌套结构。但是，考虑到本研究所涉及到的两所县城小学，均采用每学年对学生进行重

新分班的制度，因此，我们推测本研究样本数学焦虑的班级差异可能不会很大。此外，我们

进一步使用 Mplus8.0 分析了本研究中数学焦虑的 ICC 指数，为 0.051。根据 Cohen(1977)提

出的标准，ICC 小于 0.059 时，属于小的组内相关；介于 0.059 和 0.138 之间时，属于中等

相关；高于 0.138，属于高度组内相关。当 ICC 小于 0.059 时，可以忽视组内相似性的存在。

综上考虑，本研究没有使用两水平的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Cohen, J. (1977).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84, 19–74. 

 

意见 4：时间尺度的问题：由于被试来自两个年级，年级差异是可以忽略的吗？除了“控制”

年级，对于连续追踪的三年级和四年级而言，是否为两个有明显差异的不同时段，即：三年

级-四年级-五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尤其是到了六年级，学生所面临的压力、数学

焦虑等或许有实质性的不同。讨论部分也提到“由此可知, 随着年级的升高, 高数学获得焦虑

组的稳定性有所上升。这可能与随着年级的升高, 数学学习内容难度上升有关, 低年级的高数



学获得焦虑组相对于高年级的高数学获得焦虑组更容易向高数学评估焦虑组或低数学焦虑

组转变。”如果以年级为时间单位尺度话，分为两个样本是否更合适？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在论文原稿中，我们同时使用了两个年级的儿童作为研究样本，且由原稿中的描述统计

表(表 2)可知，数学焦虑和年级存在弱的负相关性(T1: r = –0.17, p < 0.01; T2: r = –0.14, p < 

0.01; T3: r = –0.08, p < 0.01)，因此，我们将年级作为协变量进行了控制。 

为了验证两个年级是否存在相同的数学焦虑潜在类别以及相同的类别转变情况。我们参

照前人研究(Zhang et al., 2017)，将总样本按年级分为三年级(n = 859)和四年级(n = 861)两个

子样本，分别在两个子样本中重复 LPA 和 LTA 程序。LPA 结果发现，三年级和四年级两个

子样本均存在与总样本相同的三个数学焦虑潜在类别，三个时间点三个数学焦虑类别的潜在

状态概率如表 8、表 9 所示。LTA 结果发现，三年级和四年级两个子样本均存在与总样本的

数学焦虑潜在转变情况相同，即随时间的发展，低数学焦虑组稳定性较强，高数学评估焦虑

组倾向于向高数学获得焦虑组转变，高数学获得焦虑组倾向于高数学评估焦虑组转变(如表

如表 8、表 9 所示)。三年级，从 T1 到 T2 和从 T2 到 T3，低数学焦虑组的被试保持原组的

概率较高，分别为 67%和 78%；而从 T1 到 T2，高数学评估焦虑组和高数学获得焦虑组被

试在第二次测量中保持原组的概率较低，分别为 51%和 30%，从 T2 到 T3 类似，分别为 50%

和 44%。高数学评估焦虑组儿童随时间的发展倾向于向低焦虑组转变(转变概率分别为 26%

和 30%)，高数学获得焦虑组儿童随时间的发展却倾向于向高数学评估焦虑组转变(转变概率

分别为 41%和 30%)。四年级，从 T1 到 T2 和从 T2 到 T3，低数学焦虑组的被试保持原组的

概率较高，分别为 79%和 82%；而从 T1 到 T2，高数学评估焦虑组和高数学获得焦虑组被

试在第二次测量中保持原组的概率较低，分别为 50%和 19%，从 T2 到 T3 类似，分别为 55%

和 44%。高数学评估焦虑组儿童随时间的发展倾向于向低焦虑组转变(转变概率分别为 33%

和 31%)，高数学获得焦虑组儿童随时间的发展却倾向于向高数学评估焦虑组转变(转变概率

分别为 46%和 44%)。 

对于三年级来说，从四到五年级高数学获得焦虑组的稳定性(保持原组的概率为 44%)

相对高于三到四年级的稳定性(保持原组的概率为 30%)；对于四年级来说，从五到六年级的

稳定性(保持原组的概率为 44%)相对高于四到五年级的稳定性(保持原组的概率为 19%)。因

此，可以说明高数学获得焦虑组随着年级的升高，稳定性有所上升。以上结果说明，我们的

研究结果具有跨样本的稳定性。 



综上，鉴于研究结果的跨样本稳定性以及 LPA 和 LTA 对样本量的需求较大，为增大研

究结果的推广性，我们选择将两个年级的样本作为一个总体进行分析。 

表 8 三年级 T1~T3 的潜在状态概率和潜在转变概率 

时间点 低数学焦虑组 高数学评估焦虑组 高数学获得焦虑组 

潜在状态概率    

T1 0.37 0.40 0.23 

T2 0.43 0.35 0.21 

T3 0.65 0.29 0.06 

T1 到 T2 的转变概率    

低数学焦虑组 0.67 0.22 0.11 

高数学评估焦虑组 0.26 0.51 0.23 

高数学获得焦虑组 0.29 0.41 0.30 

T2 到 T3 的转变概率    

低数学焦虑组 0.78 0.13 0.09 

高数学评估焦虑组 0.30 0.50 0.20 

高数学获得焦虑组 0.26 0.30 0.44 

注：行表示前一年的潜在状态, 列表示后一年的潜在状态。 

表 9 四年级 T1~T3 的潜在状态概率和潜在转变概率 

时间点 低数学焦虑组 高数学评估焦虑组 高数学获得焦虑组 

潜在状态概率    

T1 0.60 0.30 0.10 

T2 0.64 0.28 0.08 

T3 0.62 0.28 0.10 

T1 到 T2 的转变概率    

低数学焦虑组 0.79 0.17 0.04 

高数学评估焦虑组 0.33 0.50 0.17 

高数学获得焦虑组 0.35 0.46 0.19 

T2 到 T3 的转变概率    

低数学焦虑组 0.82 0.15 0.03 

高数学评估焦虑组 0.31 0.55 0.14 

高数学获得焦虑组 0.12 0.44 0.44 

注：行表示前一年的潜在状态, 列表示后一年的潜在状态。 

参考文献 

Zhang, W., Xing, W., Ji, L., Chen, L., & Deater-Deckard, K. (2017). Reconsidering parenting in Chinese culture: 

Subtypes, stability, and change of maternal parenting style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6(5), 1117–1136. 

 

意见 5：问卷的跨时间测量等价性问题：数学焦虑、父母教育卷入和考试焦虑在三个时间点

的测量是等价的吗？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我们对儿童数学焦虑和父亲/母亲教育卷入进行了三个时间点的测

量，而仅在 T1 时间点测量了学生的考试焦虑。 

在论文原稿中，我们没有报告儿童数学焦虑和父母教育卷入量表三个时间点的测量等值

性。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在修改稿中，我们补充了儿童数学焦虑和父亲/母亲教育卷入量

表三个时间点的测量等值性检验。具体修改内容如下（正文中的修改见红色标记处）： 

修改稿： 

3.2 纵向测量等值性检验 

使用 Mplus8.0 对各量表进行纵向测量等值性检验。父亲教育卷入、母亲教育卷入和数

学焦虑的形态等值、弱等值、强等值的模型拟合结果见表 1 所示。结果显示, 尽管卡方检验

显著, 但卡方检验易受到样本量的影响, 且∆CFI 均小于 0.01, 因此, 根据对拟合指标的综合

考量, 可以说明父亲教育卷入、母亲教育卷入和数学焦虑纵向测量等值性成立(白新文, 陈毅

文, 2004)。(见修改稿第 7 页，3.2 纵向测量等值性检验）。 

表 1 各量表在三个时间点的纵向不变性检验拟合指数 

模型 S–Bχ
2 

( df ) CFI TLI RMSEA ∆χ
2 
(∆df ) p ∆CFI 

父亲教育卷入        

Model 1 8652.034 (3462) 0.931 0.925 0.030 – – – 

Model 2 8805.099 (3510) 0.929 0.925 0.030 153.065 (48) < 0.01 0.002 

Model 3 9094.466 (3558) 0.926 0.922 0.030 289.367 (48) < 0.01 0.003 

母亲教育卷入        

Model 1 7733.688 (3462) 0.926 0.920 0.027 – – – 

Model 2 7923.238 (3510) 0.924 0.919 0.027 189.550 (48) < 0.01 0.002 

Model 3 8425.155 (3558) 0.916 0.912 0.028 501.917 (48) < 0.01 0.008 

数学焦虑        

Model 1 3951.169 (1947) 0.956 0.951 0.024 – – – 

Model 2 4032.857 (1983) 0.955 0.951 0.025 81.688 (36) < 0.01 0.001 

Model 3 4192.570 (2019) 0.952 0.949 0.025 159.713 (36) < 0.01 0.003 

注: Model 1 为形态等值模型; Model 2 为弱等值模型; Model 3 为强等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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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6：LTA 分析中，数学焦虑为什么使用标准分数？是怎样标准化的？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关于专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LTA 分析中，数学焦虑为什么使用标准分数： 

在本研究的 LPA(潜在剖面分析)和 LTA(潜在转变分析)中，均使用了数学焦虑维度的标

准分数。在 LPA 中，我们使用数学焦虑维度的标准分，将数学焦虑划分为不同的数学焦虑

异质组。其原因如下：（1）在 LPA 中，由于不同维度的测量所使用的量表不同或量表尺度

不同，常出现不同维度得分无法进行直接比较的情况，因此，常常将不同维度的得分转换为

标准分后，再进行潜在剖面分析(Hart et al.,2016; Xiao & Sun, 2021; Zhang et al.,2017)。在本

研究中，数学焦虑各维度的题目数量不一致，且不能保证每个题目在量表中所占据的权重一

致，因此，无法对各维度的原始分进行直接比较。将数学焦虑不同维度分数转化为标准分后，

可以对同一数学焦虑类别不同维度的差异进行比较；（2）将数学焦虑各维度得分转换为标

准分后，可以对不同数学焦虑亚组的数学焦虑水平差异进行直接比较。因此，我们参考了前

人在潜在剖面分析中，将潜变量转化为标准分数的做法(Hart et al.,2016; Xiao & Sun, 2021; 

Zhang et al.,2017)；（3）为了研究前后保持一致，在潜在转变分析(LTA)中，仍然使用数学

焦虑的标准分。 

关于专家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数学焦虑分数是怎样标准化的： 

我们参照前人研究(Hart et al.,2016; Xiao & Sun, 2021; Zhang et al.,2017)，通过将数学焦

虑的原始得分转换成 z 分数，将数学焦虑得分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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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7：LTA 的测量等价性：从图 1-图 3 可以发现，似乎作者采用了等价的 LTA，即不同类

别的得分在不同时间点是相等的。对这一测量的等价性是否进行了检验？是成立的吗？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诚如专家所言，本研究使用了等价的 LTA，在论文原稿中，没有报告三个时间点 LPA



模型的等价性。根据专家的建议，我们补充进行了三个时间点 LPA 测量的等价性检验。参

照前人研究(Nylund, 2007; Zhang et al., 2017)，使用对数似然比检验对三个时间点 LPA 模型

的等价性进行检验，对模型进行卡方差异检验，结果显示，χ
2 
= 10.57, df = 12, p > 0.05，说

明三个时间点的 LPA 是等价的结果成立，因此，可以使用等价的 LTA 模型。 

我们已将该检验结果补充在修改稿中，具体修改内容如下（正文中的修改见红色标记

处）： 

修改稿：在进行潜在转变分析前, 对三个时间点 LPA 模型测量的等价性进行检验。使

用对数似然比检验对三个时间点 LPA 模型的等价性进行检验(Nylund, 2007; Zhang et al., 

2017), 结果显示, 三个时间点的LPA模型等价(χ
2 
= 10.57, df = 12, p > 0.05), 表明可以使用等

价的 LTA 模型。(见修改稿第 14 页，3.5 数学焦虑的潜在转变分析，第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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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8：指标的差异性：建议报告各个组在每次测量时的数学焦虑四个维度上的得分以及是

否检验了四个组的差异。例如，高数学评估焦虑组和高数学获得焦虑组在数学评估焦虑维度

的得分相等吗？需要进行事后检验。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参照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使用 MANOVAs 检验不同数学焦虑亚类别在不同数学焦虑

维度上得分的差异，结果显示，在三个时间点上，数学焦虑亚组主效应均显著，Fs(4, 1714) 

≥ 460.59, ps < 0.001, ղ
2
s ≥ 0.52。表 5 显示了不同数学焦虑亚组在某一数学焦虑维度的得分差

异，并使用 Bonferroni 法进行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除 T1 时间点，高数学评估焦虑组

和高数学获得焦虑组在数学评估焦虑维度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外(p > 0.05)，高数学获得焦

虑组在四个数焦虑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高数学评估焦虑组，显著高于低数学焦虑组(ps < 

0.05)。 

我们将多元方差分析的结果在修改稿中进行了补充，具体修改内容如下（正文中的修改

见红色标记处）： 

修改稿：使用 MANOVAs 检验不同数学焦虑亚类别在不同数学焦虑维度上得分的差异, 

结果显示, 在三个时间点上, 数学焦虑亚组主效应均显著, Fs(4, 1714) ≥ 460.59, ps < 0.001, 



ղ
2
s ≥ 0.52。表5显示了不同数学焦虑亚组在某一数学焦虑维度的得分差异, 并使用Bonferroni

法进行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除 T1 时间点, 高数学评估焦虑组和高数学获得焦虑组在

数学评估焦虑维度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外(p > 0.05), 高数学获得焦虑组在四个数焦虑维

度得分均显著高于高数学评估焦虑组, 显著高于低数学焦虑组(ps < 0.05)。（见修改稿第 13

页，3.4 潜在类别数目确定，最后一段）。 

表 5 三个数学焦虑亚组在数学焦虑各维度上的均值标准分差异 

 低数学焦虑组 数学评估焦虑组 数学获得焦虑组 F ղp
2 

T1      

数学评估焦虑 –0.69 (0.72) a 0.67 (0.68) b 0.80 (0.75) b 829.48*** 0.49 

数学学习焦虑 –0.71 (0.33) a 0.32 (0.59) b 1.78 (0.81) c 2362.426*** 0.73 

数学问题解决焦虑 –0.73 (0.45) a 0.44 (0.63) b 1.54 (0.79) c 1775.93*** 0.67 

数学教师焦虑 –0.62 (0.35) a 0.16 (0.74) b 1.83 (0.75) c 1740.40*** 0.67 

T2      

数学评估焦虑 –0.68 (0.65) a 0.67 (0.75) b 0.88 (0.77) c 870.18*** 0.50 

数学学习焦虑 –0.68 (0.28) a 0.28 (0.61) b 1.82 (0.80) c 2456.36*** 0.74 

数学问题解决焦虑 –0.72 (0.38) a 0.40 (0.60) b 1.65 (0.81) c 2099.78*** 0.71 

数学教师焦虑 –0.59 (0.32) a 0.14 (0.69) b 1.83 (0.92) c 1721.54*** 0.67 

T3      

数学评估焦虑 –0.64 (0.64) a 0.73 (0.71) b 0.97 (0.82) c 949.11*** 0.53 

数学学习焦虑 –0.62 (0.27) a 0.24 (0.57) b 1.87 (0.86) c 2679.75*** 0.76 

数学问题解决焦虑 –0.66 (0.34) a 0.37 (0.55) b 1.77 (0.82) c 2576.41*** 0.75 

数学教师焦虑 –0.59 (0.30) a 0.21 (0.68) b 1.79 (0.93) c 1864.27*** 0.69 

注：1)基于 Bonferroni 法, 对不同数学焦虑亚组的均值标准分进行事后多重比较。在同一行中, 具有相同字母下标的均值标准分

在数学焦虑亚组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具有不同字母下标的均值标准分在 0.001 水平上存在差异。 

    2)***代表 p < 0.001。 

 

意见 9：分类的差异性的意义：目前研究中数学焦虑“量”的差异大于“质”的差异。如果

高数学评估焦虑组和高数学获得焦虑组在数学评估焦虑维度的得分不相等，那实际上就是高

中低三组。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在审稿专家 1 数据处理部分的意见 3（即上一条建议）中，参照专家建议，我们对不同

数学焦虑亚类别在不同数学焦虑维度上的分数进行了事后比较（详见审稿专家 1 数据处理部

分意见 3 回应），结果发现仅有 T1 时间点高数学评估焦虑组和高数学获得焦虑组在数学评

估焦虑维度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05)，而在 T2、T3 时间点上，高数学获得焦虑组数

学焦虑四个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高数学评估焦虑组高于低数学焦虑组(ps < 0.05)。因此，

本研究中不同数学焦虑组学生的数学焦虑水平确实存在高低差异。 



但需要澄清的是，并非不同数学焦虑组的数学焦虑水平存在高低差异，就说明不同亚组

之间仅存在“量”的差异，而不存在“质”的差异。LCA/LPA 模型的拟合度指标，如 AIC、

BIC、aBIC、Entropy、LMRT 和 BLRT 代表了模型分类的准确性，如果 k 类和 k-1 类之间不

存在显著差异，则说明 k-1 类不具有准确性。而具有准确性的分类保证了不同类别间的差异

足够大，即潜类别间隔足够大，进而可以说明类别间存在异质性(Collins & Lanza, 2010; 王

孟成, 毕向阳, 2018)。在本研究中，LPA 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指标，因此可以说明分类具

有准确性，且存在异质性。 

对于数学焦虑来说，首先，数学焦虑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且已有研究表明，数学学习

焦虑和数学评估焦虑可能不是“同高同低”(Wang et al., 2018)。此外，已有研究者使用潜增

长模型技术验证了数学焦虑的群体异质性(Wang et al., 2020)。因此，从不同的数学焦虑维度

考虑数学焦虑的群体异质性具有现实意义。其次，本研究所发现的三个数学焦虑类别在数学

焦虑“量”上具有明显差异，这可能与数学焦虑不同维度的特点有关，数学学习焦虑水平较

高的个体往往具有较高的数学评估焦虑，而具有高数学评估焦虑的个体不一定具有高数学学

习焦虑(Wang et al., 2018)。且由相关分析表(表 3)可知，数学学习焦虑、数学问题解决焦虑

和数学教师焦虑具有中到高的相关性，因此，同一类别的个体在上述不同维度中的表现出现

高同质性，即特定类别个体在各个外显变量上的反应具有一致性(王孟成, 毕向阳, 2018)。虽

然，同一类别的个体在不同数学焦虑维度中的表现出现高同质性，但不同类别之间仍为异质

性类别。因此，在本研究中虽如专家所说不同数学焦虑亚组间存在“量”的差异，但不能否

定不同数学焦虑亚组间同样也存在“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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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10：含有协变量的 LTA：包含协变量的 LTA 需要考虑如何处理协变量对类别潜变量的

影响。建议参考新发表的论文或者追踪研究的书籍，采用新的方法进行处理。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在原稿的 LTA 中，我们使用逻辑回归模型，只考虑了协变量对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影



响，未考虑协变量对类别潜变量的影响。考虑到三个时间点不同数学焦虑类别的潜在状态概

率也会受到协变量的影响，根据审稿人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建立了新的包含协变量的

LTA 模型(如图 4 所示)，并且在控制考试焦虑、性别和年级的基础上，又加入数学成绩作为

协变量控制。 

 

图 4 包含协变量的 LTA 模型 

相应的数学成绩与父母教育卷入和数学焦虑之间的相关分析，已在修改稿的描述统计部

分(表 2)补充；使用新的包含协变量的 LTA 模型，且控制数学成绩、考试焦虑、性别和年级

后，父母教育卷入对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逻辑回归结果，已在修改稿的表 7 和附录的表 1、

表 2 中更新，相应结果变化已在修改稿的 3 结果部分更新。（详见修改稿第 8-9 页，3.3 描

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修改稿第 14-17 页，3.6 父母教育卷入对儿童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潜

在影响，红色标记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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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11：逻辑回归时，父亲和母亲的教育卷入是同时进入模型还是分开考虑的？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在逻辑回归部分，父亲教育卷入和母亲教育卷入是同时进入模型的。 

我们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将父亲教育卷入和母亲教育卷入同时放入模型：首先，由相

关分析表(表 3)可知，父亲教育卷入和母亲教育卷入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性(T1: r = 0.56, p < 

0.01; T2: r = 0.52, p < 0.01; T3: r = 0.54, p < 0.01)，因此，在单独看待父亲教育卷入或母亲教

育卷入的作用时，不能忽视另一方的作用。其次，将父亲教育卷入和母亲教育卷入同时放入



模型，可以对父亲教育卷入和母亲教育卷入对数学焦虑类别转变中的作用进行直接比较。因

此，参考前人研究的做法(Li, Zhang, et al., 2021; 赵晓萌 等, 2021)，我们将父亲和母亲教育

卷入同时放入模型。 

由于原稿对该问题未清楚表述，给审稿人带来困惑，在修改稿中，我们增加了对该问题

的说明。具体修改内容如下（正文中的修改见红色标记处）： 

修改稿：为探究父母教育卷入因素对儿童数学焦虑类别间转变的影响, 建立包含协变量

的潜在转变模型, 将父亲教育卷入、母亲教育卷入、数学成绩、性别、年级、考试焦虑同时

放入模型, 考察其对类别潜变量及类别潜变量随时间转变的影响。（见修改稿第 14 页，3.6

父母教育卷入对儿童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潜在影响，第 1 段，第 1 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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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involve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66, 10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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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12：指标变量相关的问题：从相关表中可以看出，数学焦虑四个维度的相关是中等程

度的，甚至存在高相关。LCA 更适用于对独立的概念进行分类。在指标变量高相关的情况

下，很难分出存在质性差异的组。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我们对该建议与审稿专家 1 提出的数据处理部分的第 4 条建议（即，分类的差异性的意

义：目前研究中数学焦虑“量”的差异大于“质”的差异。如果高数学评估焦虑组和高数学

获得焦虑组在数学评估焦虑维度的得分不相等，那实际上就是高中低三组。），进行综合思

考。 

诚如专家所言，本研究中数学焦虑的四个维度存在中等或高相关性。但需要澄清的是，

潜在类别分析或潜在剖面分析是通过潜在类别变量来解释外显指标间的关联，使外显指标间

的关联通过潜在类别变量来解释，进而维持其局部独立性的统计方法。因此，仅需要潜在类

别变量对各个外显变量具有特定的倾向即可，并不一定需要潜在类别变量在不同的外显变量

上具有差异性表现。如果特定潜类别内部个体在外显变量上的反应具有一致性，则说明该类

别个体同质性高；如果特定潜类别内部个体在外显变量上的反应差异较大，则说明该类别个

体同质性低(Collins & Lanza, 2010; 王孟成, 毕向阳, 2018)。因此，外显变量的相关性高，个

体在外显变量上反应具有一致性，并不能说明不适用于 LCA/LPA。 



其次，LCA/LPA 模型的拟合度指标，如 AIC、BIC、aBIC、Entropy、LMRT 和 BLRT

代表了模型分类的准确性，如果 k 类和 k-1 类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则说明 k-1 类不具有准

确性。而具有准确性的分类保证了不同类别间的差异足够大，即潜类别间隔大，进而可以说

明类别间存在异质性(王孟成, 毕向阳, 2018)。 

再次，对于数学焦虑来说，数学焦虑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且已有研究表明，数学学习

焦虑和数学评估焦虑可能不是“同高同低”(Wang et al., 2018)。此外，已有研究者使用潜增

长模型技术验证了数学焦虑的群体异质性(Wang et al., 2020)。因此，从不同的数学焦虑维度

出发考虑数学焦虑的群体异质性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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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13：前言中强调了家长教养的质量，例如“但父母教育卷入并非越多越好, 低质量的父

母教育卷入并不能对儿童的学业适应产生积极作用, 反而可能对其学业产生消极影响(罗良 

等, 2014)”。但是本研究使用的家长教育卷入的测量工具，测量的是教育卷入的“数量”“多

少”，并不能反映教育卷入的“质量”。注意描述的严谨性。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在原稿中，我们引用“但父母教育卷入并非越多越好, 低质量的父母教育卷入并不能对

儿童的学业适应产生积极作用, 反而可能对其学业产生消极影响(罗良 等, 2014)”的目的是

试图去解释当前研究中父母教育卷入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可能受到了父母教育卷入质量的调

节。 

诚如审稿人所说，本研究父母教育卷入量表不能反映教育卷入的“质量”。因此，我们

在修改稿中将关于父母教育卷入质量的相关论述从引言中删除，并在讨论部分将父母教育卷

入“质量”的调节作为一个对目前父母教育卷入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可能解释。（见修改稿第

19 页，4.3 父母教育卷入对儿童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预测作用部分，第 1 段，第 5 行）。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正文中的修改见红色标记处）： 

修改稿：更重要的是, 本研究还证实了父母教育卷入在儿童数学焦虑发展转变中的区别



性作用, 父母教育卷入对儿童数学焦虑的作用因不同的数学焦虑亚型而异。一方面, 先前从

变量中心的角度考察父母教育卷入和儿童学业成就或学业情绪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大多证

实父母教育卷入在儿童学业成就和学业情绪中发挥的积极作用(Cheung & Pomerantz, 2011; 

Hart et al., 2016; Hong et al., 2010; Vukovic et al., 2013)。但是, 也有研究者提出父母教育卷入

并非越多越好, 例如, 父母教育卷入与儿童数学焦虑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父母教育卷入质量

的影响, 低质量的父母教育卷入可能会对儿童的学业产生消极作用(罗良 等, 2014)。且自身

具有高数焦虑的父母过度参与儿童的数学学习, 也会加剧儿童的数学焦虑(DiStefano et al., 

2020; Maloney et al., 2015)。另一方面, 当前研究关于父亲和母亲对儿童学业影响的研究结果

也不一致。例如, Ma 等人(2021)的最新研究表明父子关系与儿童数学焦虑存在负相关关系, 

但母子关系却不能预测儿童的数学焦虑。也有研究表明, 母亲对儿童的行为以及母亲心理控

制会对儿童学业产生消极影响(Ching et al., 2021; Lital & Orly, 2017)。本研究首次使用个体中

心的方法揭示了父亲/母亲对儿童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作用, 会因不同的数学焦虑亚组而异。 

 

意见 14：建议在介绍测评工具时，补充问卷的例题。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我们已在修改稿中补充了问卷的例题（见修改稿第 5 页，2.2 研究工具部分）。具体修

改内容如下（正文中的修改见红色标记处）： 

修改稿： 

2.2.1 父母教育卷入 

采用吴艺方、韩秀华、韦唯和罗良(2013)编制的《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问卷》。该

问卷由 29 个项目组成, 包含五个维度, 家庭监控维度(例如“爸爸/妈妈要求我早上要按时起

床、晚上要按时睡觉”)、共同活动维度(例如“爸爸/妈妈带我体验劳动生活, 如采摘、锄田等”)、

学业辅导维度(例如“爸爸/妈妈检查我的作业或试卷”)、亲子沟通维度(例如“爸爸/妈妈会向我

解释他禁止我做某件事的原因”)和家校沟通维度(例如“爸爸/妈妈和老师交流我在家做作业

的情况”)。 

2.2.2 数学焦虑 

采用Chiu和Henry(1990)编制, 后经耿柳娜与陈英和(2005)修订的《儿童数学焦虑量表》。

该量表共 22 个项目, 包含四个维度, 数学评估焦虑维度包含 8个项目(例如“当你在数学考试

前的某一天想到考试时”)、数学学习焦虑维度包含 6 个项目(例如“当你拿到一本新数学课本

时”)、数学问题解决焦虑维度包含 6 个项目(例如“当要你看数学书上的图并做出解释时”)和



数学教师焦虑维度包含 2 个项目(例如“当你听老师在黑板上讲一道数学题时”)。 

2.2.3 考试焦虑 

数学焦虑与考试焦虑存在强相关性(Hembree, 1990), 当只关注数学焦虑时, 控制考试焦

虑是非常有必要的。本研究使用 Sarason 考试焦虑量表(Test Anxiety Scale, TAS)评估学生考

试期间或平时测验时的焦虑程度。该量表由 Sarason(1978)编制, 后经王才康(2001)翻译修订, 

共包括 37 个项目, 涉及个体对考试的态度以及考试前后的心理感受和躯体化症状等(例如

“当一次重大考试就要来临时, 我总是在想别人比我聪明得多”), 采用是/否 2 点计分, “是” 

计 1分, “否” 计 0分, 各题目得分之和为量表总分, 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考试焦虑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考试焦虑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 

 

意见 15：三、四年级学生是否能够准确理解问卷的含义？如何保证学生的准确解读？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首先，本研究使用的儿童数学焦虑量表——Mathematics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 是由

Chiu 和 Henry 等人于 1990 年编制并专用于测查小学生的数学焦虑水平, 后经过耿柳娜与陈

英和(2005)修订引入中国。该量表在小学低年级如 1–3 年级的小学生中的信度达到

0.87~0.92 之间(耿柳娜, 陈英和, 2005)。 

其次，为保证三、四年级的学生可以准确理解“焦虑”的含义，我们在正式施测之前，

对三年级的部分学生进行了前期施测，通过一对一访谈的形式，询问学生是否理解“焦虑”

一词，如果学生不能理解，我们则进一步询问学生是否理解“(心情)担心、忧虑”的含义，

如果学生依然不能理解，我们则进一步询问学生是否理解“紧张”的含义。在前期访谈中，

所有的三年级学生均可以理解“紧张”的含义。因此，我们在对三、四年级学生进行施测之

前，首先统一解释“焦虑”的含义，解释为担心、忧虑，或紧张的情况，确保被试能够理解

“焦虑”的含义。 

再次，我们对数学焦虑量表、父母教育卷入量表、考试焦虑量表中的所有条目进行了前

期一对一施测，确保三、四年级学生认识量表中的每一个字并可以理解量表中每一个条目的

含义。 

综上，在本研究施测过程中，能够确保三、四年级学生可以准确理解问卷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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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16：在结果解释方面需要更为严谨。 比如，教育卷入与类别转变概率的关系，大部分

都只存在于某一个时间段。例如，“父亲教育卷入对 “低数学焦虑→高数学评估焦虑” 转

变类别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B = –0.43, SE = 0.15, p = 0.004, OR = 0.65),”，这一关系只

在 T1 到 T2 时间段显著，而在 T2 到 T3 时间段不显著。 “在高数学获得焦虑组中, 积极的

父亲教育卷入却能够促使儿童从高数学获得焦虑组向低数学焦虑组的转变”，这一结果仅仅

在 T2 到 T3 显著。 在论述父母教育卷入与数学焦虑转变的部分，建议注意避免使用因果词

汇。建议细化与前人研究异同的论述，尤其是和本研究有类似方法的其他一些研究。 

建议修改后发表。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关于专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在论述父母教育卷入与数学焦虑转变的部分，建议注意

避免使用因果词汇： 

已修改研究结果描述部分的因果词汇(见修改稿第 14 页，3.6 父母教育卷入对儿童数学

焦虑类别转变的潜在影响)。具体修改内容如下（正文中的修改见红色标记处）： 

修改稿： 

3.6 父母教育卷入对儿童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潜在影响 

为探究父母教育卷入因素对儿童数学焦虑类别间转变的影响, 建立包含协变量的潜在

转变模型, 将父亲教育卷入、母亲教育卷入、数学成绩、性别、年级、考试焦虑同时放入模

型, 考察其对类别潜变量及类别潜变量随时间转变的影响。将保持原潜在状态的被试作为参

照组, 进行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 得出被试转变到其他组与保持原组的概率在协变量影响

下的变化之比, 即发生比(Odds Ratio, OR)。OR > 1 表示在协变量的影响下, 被试发生该转变

的可能性增加, 反之则减少(王碧瑶 等, 2015)。 

如表 7 结果所示, 从 T1 到 T2, 以 “低数学焦虑→低数学焦虑” 转变类别为参照时, 父

亲教育卷入与 “低数学焦虑→高数学评估焦虑” 转变类别存在负向关系(B = –0.49, SE = 

0.15, p = 0.001, OR = 0.61), 即父亲参与到儿童数学学习中的程度越高, 儿童越不容易由低数

学焦虑组向高数学评估焦虑组转变; 从 T1 到 T2, 以 “高数学评估焦虑→高数学评估焦虑” 

转变类别为参照时, 母亲教育卷入与 “高数学评估焦虑→低数学焦虑” 转变类别存在正向



关系(B = 0.38, SE = 0.19, p = 0.04, OR = 1.46), 即母亲参与到儿童数学学习中的程度越高, 儿

童越容易由高数学评估焦虑组向低数学焦虑组转变; 从 T2 到 T3, 以 “低数学焦虑→低数学

焦虑” 转变类别为参照时, 母亲教育卷入与 “低数学焦虑→高数学评估焦虑” 转变类别存

在负向关系(B = –0.92, SE = 0.19, p < 0.001, OR = 0.40), 即母亲参与到儿童数学学习中的程

度越高, 儿童越不容易由低数学焦虑组向高数学评估焦虑组转变; 从 T2 到 T3, 以 “高数学

评估焦虑→高数学评估焦虑” 转变类别为参照时, 母亲教育卷入与 “高数学评估焦虑→高

数学获得焦虑” 转变类别存在正向关系(B = 0.49, SE = 0.21, p = 0.02, OR = 1.63), 即母亲越

积极地参与到儿童的数学学习中, 儿童越容易由高数学评估焦虑组向高数学获得焦虑组转

变; 从 T2 到 T3, 以 “高数学获得焦虑→高数学获得焦虑” 转变类别为参照时, 父亲教育卷

入与 “高数学获得焦虑→低数学焦虑” 转变类别存在正向关系(B = 0.64, SE = 0.27, p = 0.02, 

OR = 1.90), 即父亲越积极地参与到儿童的数学学习中, 儿童越容易由高数学获得焦虑组向

低数学焦虑组转变。 

补充分析：为了考察父亲/母亲教育卷入对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预测作用究竟具体体现

在男生身上还是女生身上, 还是在男生和女生身上均有体现, 分别对男生和女生进行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见附录表 1、表 2 所示。从 T1 到 T2, 以 “低数学焦虑→低数学焦虑” 

转变类别为参照时, 父亲教育卷入与 “低数学焦虑→高数学评估焦虑” 类别转变存在负向

关系, 主要体现在男生身上(B = –0.74, SE = 0.20, p < 0.001, OR = 0.48)。从 T1 到 T2, 以 “高

数学评估焦虑→高数学评估焦虑” 转变类别为参照时, 母亲教育卷入与 “高数学评估焦虑

→低数学焦虑” 转变类别存在正向关系, 主要体现在女生身上(B = 0.66, SE = 0.32, p = 0.04, 

OR = 1.93)。从 T2 到 T3, 以 “低数学焦虑→低数学焦虑” 转变类别为参照时, 母亲教育卷入

与 “低数学焦虑→高数学评估焦虑” 转变类别存在负向关系, 在男生(B = –0.88, SE = 0.26,  

p = 0.001, OR = 0.41)和女生(B = –1.14, SE = 0.31, p < 0.001, OR = 0.32)中均有体现; 从 T2 到

T3, 以 “高数学评估焦虑→高数学评估焦虑” 转变类别为参照时, 母亲教育卷入与 “高数学

评估焦虑→高数学获得焦虑” 转变类别存在正向关系, 主要体现在男生身上(B = 0.53, SE = 

0.27, p = 0.05, OR = 1.69); 从 T2 到 T3, 以 “高数学获得焦虑→高数学获得焦虑” 转变类别

为参照时, 父亲教育卷入与 “高数学获得焦虑→低数学焦虑” 转变类别存在正向关系, 主要

体现在女生身上(B = 1.57, SE = 0.54, p = 0.004, OR = 4.794)。 

关于专家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建议细化与前人研究异同的论述，尤其是和本研究有类

似方法的其他一些研究： 

根据专家的建议，我们已在修改稿的讨论部分增加细化了与前人研究的异同。需要说明



的是，据我们所知，目前仅有 Wang 等人(2018)一项研究使用潜在剖面分析的方法，并考虑

到了数学学习焦虑和数学考试焦虑两个维度。且关于父母教育卷入与儿童数学焦虑之间的探

讨，均是基于变量中心的研究，罕有研究使用个体中心的方法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另外，

我们在讨论部分中还新增了对 Ma 等人(2021)关于亲子关系预测儿童数学焦虑的最新研究的

引用，以深化对前人关于父亲与母亲对儿童学业影响的不一致研究发现的认识。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正文中的修改见红色标记处）： 

修改稿：更重要的是, 本研究还证实了父母教育卷入在儿童数学焦虑发展转变中的区别

性作用, 父母教育卷入对儿童数学焦虑的作用因不同的数学焦虑亚型而异。一方面, 先前从

变量中心的角度考察父母教育卷入和儿童学业成就或学业情绪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大多证

实父母教育卷入在儿童学业成就和学业情绪中发挥的积极作用(Cheung & Pomerantz, 2011; 

Hart et al., 2016; Hong et al., 2010; Vukovic et al., 2013)。但是, 也有研究者提出父母教育卷入

并非越多越好, 例如, 父母教育卷入与儿童数学焦虑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父母教育卷入质量

的影响, 低质量的父母教育卷入可能会对儿童的学业产生消极作用(罗良 等, 2014)。且自身

具有高数焦虑的父母过度参与儿童的数学学习, 也会加剧儿童的数学焦虑(DiStefano et al., 

2020; Maloney et al., 2015)。另一方面, 当前研究关于父亲和母亲对儿童学业影响的研究结果

也不一致。例如, Ma 等人(2021)的最新研究表明父子关系与儿童数学焦虑存在负相关关系, 

但母子关系却不能预测儿童的数学焦虑。也有研究表明, 母亲对儿童的行为以及母亲心理控

制会对儿童学业产生消极影响(Ching et al., 2021; Lital & Orly, 2017)。本研究首次使用个体中

心的方法揭示了父亲/母亲对儿童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作用, 会因不同的数学焦虑亚组而异。

（见修改稿第 19 页，4.3 父母教育卷入对儿童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预测作用，第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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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2意见： 

该研究采用追踪调查，分析了小学儿童数学焦虑的潜在类别，类别转变、以及父母教育

卷入对类别转变的影响。论文选题对于中小学生的学习心理干预以及学校的教育教学具有重

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整体而言，该研究设计合理，研究方法比较得当，数据分析准确，结果



较为可靠，写作规范，行文流畅，目前主要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意见 1：对于小学儿童数学焦虑的潜在类别，作者更多是依据数据对数学焦虑进行了类别划

分而没有更多在理论上进行考量，实际上，可能还存在着无焦虑组，作者笼统地把低于平均

分的儿童都划分为低数学焦虑组，这样可能会掩盖无数学焦虑个体的信息。相应地，作者在

讨论部分的解释有些过于绝对，认为儿童的数学焦虑就分为三类，实际上没有考虑到其他的

可能性。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首先，本研究使用的数学焦虑量表共 22 个项目，采用 4 点计分, 从“1”=“完全不焦

虑”到“4”=“极度焦虑”, 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数学焦虑水平越高。因此，如果被试所有

的项目全部选 1，则表示该被试无数学焦虑。经统计，本研究的 1720 名被试中，有 129 名

被试在所有的项目上全部选择 1，占总样本的 7.5%。因此，诚如专家所言，确实存在着无

焦虑组。由于潜在剖面分析是对异质性群体进行分类，可能无焦虑组和部分低焦虑组个体数

学焦虑得分差异较小，导致潜类别间隔较小，使得无焦虑组并没有被单独划分出来。但是，

确如专家所言，我们的确不应忽视无焦虑组个体的存在。在本研究中，可能受到本研究样本

的局限性，仅划分出了三个类别。随着年级的升高，可能还会出现无焦虑组或其它类型的焦

虑组。例如 Ahmed(2018)和 Wang 等人(2020)使用潜增长模型技术在初中和高中群体中就划

分出了无焦虑组、高焦虑组、弱势组和弹性组四个异质性类别。 

因此，本研究所划分出的三个类别可能仅适用于小学儿童的数学焦虑状况，且我们不能

忽视无焦虑组的存在。鉴于此，我们对修改稿讨论部分的解释进行了适当完善，使得表达更

加严谨，避免过于绝对。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正文中的修改见红色标记处）： 

修改稿：通过潜在剖面分析, 本研究发现在数学焦虑上, 小学儿童存在着低数学焦虑组、

高数学评估焦虑组和高数学获得焦虑组三种不同亚型。我们运用了三个时间点的纵向数据, 

均发现了小学儿童数学焦虑的三种不同亚型, 由此可知, 该分类结果在小学儿童中具有较强

的稳定性。但是, Ahmed(2018)和 Wang 等人(2020)使用潜增长模型技术在初中和高中群体中

划分了无焦虑组、高焦虑组、弱势组和弹性组四个异质性类别。因此, 在看待本研究中数学

焦虑的三个类别时, 需要考虑到本研究的结果可能仅适用于小学生, 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 

可能还会出现其它类别。（见修改稿第 18 页，4.1 小学儿童数学焦虑的潜在类别，第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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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不是单一维度的问卷，应该报告每个维度的信度系数，而不仅仅只报告总问卷的信

度系数，分量表的信度系数更能说明问题。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我们已在修改稿中对三个时间点数学焦虑量表四个维度的信度系数进行了报告。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正文中的修改见红色标记处）： 

修改稿：本研究在 T1、T2、T3 三个时间点儿童数学焦虑四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

分别为: 数学评估焦虑 0.87、0.90 和 0.91, 数学学习焦虑 0.82、0.86 和 0.88, 数学问题解决

焦虑 0.79、0.83 和 0.84, 数学教师焦虑 0.68、0.71 和 0.69, 量表总体 0.93、0.94 和 0.95。（见

修改稿第 5 页，2.2.2 数学焦虑）。 

 

意见 3：对于小学三年级的儿童，他们是否能准确地理解焦虑，因为“焦虑”一次是描述内

心感受的抽象词汇，小学三年级学生是否能准确地理解，作者如何确保儿童能准确理解问卷

每个题目的真正含义，对于中低年级儿童采用自评式问卷进行测量而获得的数据的可信度如

何保证。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该意见与审稿人 1 在写作规范性问题中的意见 3 类似，因此我们统一进行回应。 

首先，本研究使用的儿童数学焦虑量表——Mathematics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 是由

Chiu 和 Henry 等人于 1990 年编制并专用于测查小学生的数学焦虑水平, 后经过耿柳娜与陈

英和(2005)修订引入中国。该量表在小学低年级如 1–3 年级的小学生中的信度达到

0.87~0.92 之间(耿柳娜, 陈英和, 2005)。 

其次，为保证三、四年级的学生可以准确理解“焦虑”的含义，我们在正式施测之前，

对三年级的部分学生进行了前期施测，通过一对一访谈的形式，询问学生是否理解“焦虑”

一词，如果学生不能理解，我们则进一步询问学生是否理解“(心情)担心、忧虑”的含义，

如果学生依然不能理解，我们则进一步询问学生是否理解“紧张”的含义。在前期访谈中，

所有的三年级学生均可以理解“紧张”的含义。因此，我们在对三、四年级学生进行施测之



前，首先统一解释“焦虑”的含义，解释为担心、忧虑，或紧张的情况，确保被试能够理解

“焦虑”的含义。 

再次，我们对数学焦虑量表、父母教育卷入量表、考试焦虑量表中的所有条目进行了前

期一对一施测，确保三、四年级学生认识量表中的每一个字并可以理解量表中每一个条目的

含义。 

综上，在本研究施测过程中，能够确保三、四年级学生可以准确理解问卷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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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4：作者是根据潜在剖面模型的分析结果对儿童的数学焦虑类型进行了划分，主要依据

AIC、BIC、aBIC、信息熵(Entropy)等指标来确定最佳类别模型，但是，作者又在后文中描

述低数学焦虑组儿童在数学焦虑各维度上的得分都低于 0，那么，作者在进行分类的时候是

以标准分数进行计算的，还是以原始分数进行计算的？其他类型在各维度上的得分如何？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该问题与审稿人 1在数据处理部分提出的意见 1和意见 3相似，因此我们统一进行回应。 

关于专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作者在进行分类的时候是以标准分数进行计算的，还是

以原始分数进行计算的： 

在本研究的 LPA(潜在剖面分析)和 LTA(潜在转变分析)中，均使用了数学焦虑维度的标

准分数。在 LPA 中，我们使用数学焦虑维度的标准分，将数学焦虑划分为不同的数学焦虑

异质组。其原因如下：（1）在 LPA 中，由于不同维度的测量所使用的量表不同或量表尺度

不同，常出现不同维度得分无法进行直接比较的情况，因此，常常将不同维度的得分转换为

标准分后，再进行潜在剖面分析(Hart et al.,2016; Xiao & Sun, 2021; Zhang et al.,2017)。在本

研究中，数学焦虑各维度的题目数量不一致，且不能保证每个题目在量表中所占据的权重一

致，因此，无法对各维度的原始分进行直接比较。将数学焦虑不同维度分数转化为标准分后，

可以对同一数学焦虑类别不同维度的差异进行比较；（2）将数学焦虑各维度得分转换为标

准分后，可以对不同数学焦虑亚组的数学焦虑水平差异进行直接比较。因此，我们参考了前

人在潜在剖面分析中，将潜变量转化为标准分数的做法(Hart et al.,2016; Xiao & Sun, 2021; 



Zhang et al.,2017)；（3）为了研究前后保持一致，在潜在转变分析(LTA)中，仍然使用数学

焦虑的标准分。 

我们参照前人研究(Hart et al.,2016; Xiao & Sun, 2021; Zhang et al.,2017)，通过将数学焦

虑的原始得分转换成 z 分数，将数学焦虑得分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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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家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其他类型在各维度上的得分如何： 

不同数学焦虑亚型在不同数学焦虑维度的得分已补充在修改稿的表 5 中。（见修改稿第

13 页）。具体修改内容如下（正文中的修改见红色标记处）： 

表 5 三个数学焦虑亚组在数学焦虑各维度上的均值标准分差异 

 低数学焦虑组 数学评估焦虑组 数学获得焦虑组 F ղp
2 

T1      

数学评估焦虑 –0.69 (0.72) a 0.67 (0.68) b 0.80 (0.75) b 829.48*** 0.49 

数学学习焦虑 –0.71 (0.33) a 0.32 (0.59) b 1.78 (0.81) c 2362.426*** 0.73 

数学问题解决焦虑 –0.73 (0.45) a 0.44 (0.63) b 1.54 (0.79) c 1775.93*** 0.67 

数学教师焦虑 –0.62 (0.35) a 0.16 (0.74) b 1.83 (0.75) c 1740.40*** 0.67 

T2      

数学评估焦虑 –0.68 (0.65) a 0.67 (0.75) b 0.88 (0.77) c 870.18*** 0.50 

数学学习焦虑 –0.68 (0.28) a 0.28 (0.61) b 1.82 (0.80) c 2456.36*** 0.74 

数学问题解决焦虑 –0.72 (0.38) a 0.40 (0.60) b 1.65 (0.81) c 2099.78*** 0.71 

数学教师焦虑 –0.59 (0.32) a 0.14 (0.69) b 1.83 (0.92) c 1721.54*** 0.67 

T3      

数学评估焦虑 –0.64 (0.64) a 0.73 (0.71) b 0.97 (0.82) c 949.11*** 0.53 

数学学习焦虑 –0.62 (0.27) a 0.24 (0.57) b 1.87 (0.86) c 2679.75*** 0.76 

数学问题解决焦虑 –0.66 (0.34) a 0.37 (0.55) b 1.77 (0.82) c 2576.41*** 0.75 

数学教师焦虑 –0.59 (0.30) a 0.21 (0.68) b 1.79 (0.93) c 1864.27*** 0.69 

注：1)基于 Bonferroni 法, 对不同数学焦虑亚组的均值标准分进行事后多重比较。在同一行中, 具有相同字母下标的均值标准分

在数学焦虑亚组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具有不同字母下标的均值标准分在 0.001 水平上存在差异。 

    2)***代表 p < 0.001。 

 

意见 5：作者在第一次实测是测量了考试焦虑，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实际上数学焦虑本质

上是一种学习焦虑，个体之前的考试成绩的高低会影响后期在具体科目学习上的焦虑。因此，



作者应该把之前的数学考试成绩作为控制变量，这样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数学评估焦虑和数

学获得焦虑之间的转变。数学成绩是数学焦虑的一个主要诱因，应作为控制变量。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该意见与审稿人 1 在研究设计部分提出的意见 1 类似，因此，我们统一进行回应。 

需要澄清的是，在论文原稿中，我们首先建立了无条件的LPA模型(即没有控制/协变量)，

将儿童数学焦虑划分为三个潜在类别。其次，我们建立了无条件的 LTA 模型，考察儿童数

学焦虑随时间的发展转变情况。在上述两个阶段，我们重点关注儿童数学焦虑的异质性类别

以及随时间的转变情况。因此，我们首先建立了无条件的 LPA 和 LTA 模型。 

再次，我们建立了包含协变量的 LTA 模型，考察父亲/母亲教育卷入对儿童数学焦虑类

别转变的影响，在此步骤中，我们加入可能会影响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变量作为协变量控制。

在原稿中，仅将考试焦虑、性别、年级三个与数学焦虑相关的因素作为协变量控制，没有考

虑数学成绩、教师因素等其它与数学焦虑相关的因素。诚如专家所言，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表

明，数学成绩和数学焦虑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Barroso et al., 2020; Hembree, 1990; Ma, 

1999)，因此，根据专家的建议，在修改稿中，我们加入数学成绩作为协变量控制。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正文中的修改见红色标记处）： 

修改稿： 

2.2.4 数学成绩 

使用每学年的数学期末考试成绩作为本研究的数学成绩指标。在数据分析过程中, 分别

对不同时间点、不同学校、不同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进行标准分转换。（见修改稿第 6 页，

2.2.4 数学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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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6：讨论部分，作者对父母卷入对数学焦虑类型转变的解释还不够有说服力，应该从正

反两方面去说明，卷入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并且这种压力具有长期性和强迫性。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 

确如专家所言，父母教育卷入可能同时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Lital & 



Orly(2017)的研究表明，母亲的行为，例如压力、心理支持、帮助、推动智力发展、控制等

与儿童数学焦虑存在正相关，而与儿童的算术表现呈现负相关，揭示了母亲对儿童施加压力、

控制等行为对儿童数学学习的消极作用。同样，Ching 等人(2021)的研究也表明，母亲表现

出高心理控制或高数学期望容易使儿童产生更高的数学焦虑。因此，父母的教育卷入行为可

能对儿童学业造成更大的压力，父母对孩子的高控制可能增加孩子学业中的强迫性和被动

性，造成学习动机衰退以及数学焦虑的升高(Ching et al., 2021; Lital & Orly, 2017)。 

另一方面，基于变量中心的大量研究证据也表明了父母相关因素对儿童学业成就和学业

情绪的积极作用。父母教育卷入可以为儿童提供学业中的心理支持以及行为支持，进而帮助

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业表现和更积极的学业情绪(如 Cheung & Pomerantz, 2011; Hart & Ganley, 

2016; Hong et al., 2010; Vukovic et al., 2013)。 

鉴于此，我们在修改稿讨论部分增加了父母教育卷入反向作用的论述（见修改稿第 19

页，4.3 父母教育卷入对儿童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预测作用，红色标记部分）。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正文中的修改见红色标记处）： 

修改稿：更重要的是, 本研究还证实了父母教育卷入在儿童数学焦虑发展转变中的区别

性作用, 父母教育卷入对儿童数学焦虑的作用因不同的数学焦虑亚型而异。一方面, 先前从

变量中心的角度考察父母教育卷入和儿童学业成就或学业情绪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大多证

实父母教育卷入在儿童学业成就和学业情绪中发挥的积极作用(Cheung & Pomerantz, 2011; 

Hart et al., 2016; Hong et al., 2010; Vukovic et al., 2013)。但是, 也有研究者提出父母教育卷入

并非越多越好, 例如, 父母教育卷入与儿童数学焦虑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父母教育卷入质量

的影响, 低质量的父母教育卷入可能会对儿童的学业产生消极作用(罗良 等, 2014)。且自身

具有高数焦虑的父母过度参与儿童的数学学习, 也会加剧儿童的数学焦虑(DiStefano et al., 

2020; Maloney et al., 2015)。另一方面, 当前研究关于父亲和母亲对儿童学业影响的研究结果

也不一致。例如, Ma 等人(2021)的最新研究表明父子关系与儿童数学焦虑存在负相关关系, 

但母子关系却不能预测儿童的数学焦虑。也有研究表明, 母亲对儿童的行为以及母亲心理控

制会对儿童学业产生消极影响(Ching et al., 2021; Lital & Orly, 2017)。本研究首次使用个体中

心的方法揭示了父亲/母亲对儿童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作用, 会因不同的数学焦虑亚组而异。

（见修改稿第 19 页，4.3 父母教育卷入对儿童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预测作用部分，第 1 段）。 

但是在高数学评估焦虑组中, 在 T1~T2, 母亲教育卷入促使儿童从高数学获得焦虑组向

低焦虑组转变, 该效应主要体现在女生身上。该结果与前人关于母亲对儿童的学业产生积极

作用的结果相一致(Demirta & Uygun, 2020)。而在 T2~T3, 母亲教育卷入却会促使儿童从高



数学评估焦虑组向高数学获得焦虑组转变, 并且该效应主要体现在男生身上。这与先前的研

究结果明显不同(Demirta & Uygun, 2020; Del Rio et al., 2017)。这些国外研究均证明了母亲对

儿童学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但部分研究者也发现了母亲对儿童学业情绪的消极作用(Ching et 

al., 2021; Lital & Orly, 2017)。可能的原因是父母的教育卷入在给儿童带来积极支持的同时, 

卷入行为可能对儿童学业造成更大的压力, 父母对子女的高控制可能增加儿童学业中的强

迫性和被动性, 造成儿童学习动机衰退以及数学焦虑的升高(Ching et al., 2021; Lital & Orly, 

2017)。（见修改稿第 20 页，4.3 父母教育卷入对儿童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预测作用部分，

第 3 段）。 

在本研究中, 父亲/母亲教育卷入在儿童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作用体现出了性别差异, 

在女孩中, 父亲/母亲教育卷入对高数学评估焦虑组和高数学获得焦虑组均体现为积极作用；

而在男孩中, 母亲教育卷入对高数学评估焦虑组却体现出了消极作用。这可能与在数学学习

中, 通常对男性表现出更高的数学成就期待(Tomasetto et al., 2015), 过度期待带来的压力, 

使得母亲教育卷入对男生的作用趋向于消极。不过, 本研究发现父亲/母亲教育卷入对不同数

学焦虑类别转变的预测效应, 均只在一年的类别转变中体现出来, 并未发现随时间推移, 父

母教育卷入对儿童数学焦虑类别转变预测作用的稳定性。因此, 父母教育卷入对儿童数学焦

虑类别转变的预测效应可能仅在数学焦虑发展的某个时间段体现出来, 或父母教育卷入对

儿童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预测效应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考察父母教

育卷入在儿童数学焦虑发展变化中是否具有长期效应。（见修改稿第 21 页，4.3 父母教育卷

入对儿童数学焦虑类别转变的预测作用部分，第 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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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2意见： 

作者对审稿人提出的问题或建议进行了较好的修改与回应，能看出其态度严谨认真。目

前主要存在的一个问题如下： 

从 T1-T3，结果显示数学焦虑的四个维度之间的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程度越高，

T1 是四个维度之间的相关在 0.60 左右，到了 T3 时，平均相关在 0.80 左右，这么高的相关，

至少从数据说明数学焦虑其实就是一个维度，尽管作者在修改稿中回应了专家的疑惑，但这

么高的相关再进行异质性分析的必要是什么。从前人的文献来看，既然别人都做了数学焦虑

的发展，而且有一个研究者（Wang et al）也做过类似的分类，至少说明不是别人没想到，

而是这么做的合理性缺乏说服力。 

 

回应：衷心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一）关于审稿专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数学焦虑四个维度之间存在高相关，进行异

质性分析的必要是什么。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了 Chiu 和 Henry(1990)编制, 后经耿柳娜与陈英和(2005)修订的

四个维度的儿童数学焦虑量表。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在本研究中数学评估焦虑维度与数学

学习焦虑、数学问题解决焦虑、数学教师焦虑三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程度并没有达到高相关。



由相关分析表(表 3)可知，从 T1-T3，数学评估焦虑维度与数学学习焦虑、数学问题解决焦

虑、数学教师焦虑三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45-0.66 之间，因此，数学评估焦虑维度和

其他三个数学焦虑维度之间并未达到强相关水平。而从 T1-T3，数学学习焦虑、数学问题解

决焦虑、数学教师焦虑三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70-0.83 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这

也与本研究的分类结果一致，在三个不同的数学焦虑组中，个体在数学学习焦虑、数学问题

解决焦虑和数学教师焦虑三个维度上的表现具有较高的同质性。 

其次，Hopko 等人(2003)将数学焦虑划分为数学学习焦虑和数学评估焦虑两个维度。在

以往的实证研究中，已有研究考虑到数学焦虑的上述两个维度，并且在两个维度上得出了不

同的研究结果。例如，Jamieson 等人(2020)分别考察了数学学习焦虑和数学评估焦虑对数学

表现的预测作用，结果表明数学学习焦虑对数学表现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数学评估

焦虑对数学表现的预测作用却并不显著。Li 等人(2021)的最新研究也表明父母教育卷入可以

显著负向预测数学评估焦虑，但是对数学学习焦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Wang 等人(2018)的

研究，同样使用数学评估焦虑和数学学习焦虑两个维度，发现一部分高数学考试焦虑的个体

具有高数学学习焦虑，一部分高数学考试焦虑的个体却具有低数学学习焦虑。上述针对不同

数学焦虑维度的研究表明，外在环境因素可能会对不同数学焦虑维度产生不同的影响(Li et 

al., 2021)，不同数学焦虑维度对数学学习结果的影响也不同(Jamieson et al., 2020)；并且对于

同一个体，在不同数学焦虑维度上的水平高低可能存在差异(Wang et al., 2018)。因此，将数

学焦虑看作一个单维度的结构会忽视个体在不同数学焦虑维度上水平高低的差异性。 

本研究使用潜在剖面分析区分个体在不同数学焦虑维度水平高低上的个体差异，将小学

儿童数学焦虑分为不同的亚类别。其中，高数学评估焦虑组个体的数学焦虑主要表现在数学

评估焦虑维度，而高数学获得焦虑组个体的数学焦虑则主要表现在数学学习焦虑、数学问题

解决焦虑和数学教师焦虑维度，在本研究中我们认为上述三个数学焦虑维度均与数学知识的

学习过程有关，因此，可能与将数学焦虑看作两个维度的前人研究(Hopko, et al., 2003; 

Jamieson, et al., 2020; Li,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18)中所说的数学学习焦虑维度具有相似

性。 

根据前人研究(Jamieson et al., 2020; Li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18)及本研究的结果，至

少可以确定在数学知识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焦虑和在数学考试中产生的焦虑是存在差异的，并

且二者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可能不同，因此，数学焦虑并不是一个单维的结构。在本研究中，

我们结合前人研究，认为数学评估焦虑组的数学焦虑来源于对数学学习结果进行评估，而数

学获得焦虑组的焦虑来源于数学知识的学习过程(Tomasetto et al., 2020; Wang et al., 2018)。因



此，有必要从不同的数学焦虑维度对数学焦虑进行异质性分析，进而针对不同数学焦虑亚型

的个体开展教育干预工作。 

（二）关于审稿专家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从前人的文献来看，既然别人都做了数学焦

虑的发展，而且有一个研究者（Wang et al）也做过类似的分类，至少说明不是别人没想到，

而是这么做的合理性缺乏说服力。 

关于前人研究：一方面，Wang 等人(2018)的研究使用潜在剖面分析技术重点揭示了不

同数学焦虑维度与不同数学学习动机维度之间联系的个体差异，发现数学焦虑和数学动机之

间的关系并不是前人研究所发现的单一的负相关关系，而是会因不同个体在不同数学焦虑维

度水平存在高低差异而异。因此，Wang 等人(2018)的这项研究重点在于揭示不同数学焦虑

维度与不同数学动机维度之间的关系。该研究虽使用了两个维度的数学焦虑量表，其潜在剖

面分析结果初步揭示了数学焦虑存在个体异质性可能性。但是，该研究并没有对数学焦虑的

个体异质性进行单独考察，且该研究为横断研究，无法进一步考察数学焦虑异质组随时间的

发展转变情况。另一方面，确实已有个别研究者考察了数学焦虑随时间发展的问题。例如，

Wang 等人(2020)的研究使用潜在增长技术，将数学焦虑视为一个单维度的结构，考察了个

体数学焦虑总分随时间发展变化的个体差异，而没有考虑到数学焦虑的不同维度。 

本研究基于前人研究(Wang et al., 2018)，同时结合已有关于个体发展和个体数学焦虑发

展变化的理论(Lerner, 2002; Rubinsten et al.,2018; 张文新, 陈光辉, 2009)，进一步使用纵向研

究设计考察不同数学焦虑亚组个体的发展转变情况。我们认为本研究具有合理性： 

首先，从研究意义上来说，一方面，已有研究表明数学焦虑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且对

于同一个体，不同的数学焦虑维度并不是同高同低(Hopko et al., 2003; Wang et al., 2018)，因

此，不能仅简单地从数学焦虑总分对数学焦虑的异质性进行理解。另一方面，个体的数学焦

虑会受到一系列个体和环境因素的影响(Rubinsten et al.,2018)，所具有的数学焦虑类型并不

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探究数学焦虑异质性类别随时间的转变情况，以及环境因素对数学焦

虑异质性类别发展转变的预测作用非常有必要。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一方面，潜在剖面分析为我们从个体在不同数学维度的表现

上区分数学焦虑群体异质性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另一方面，潜在转变分析则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可靠的方法来考察个体数学焦虑异质性类别随时间的发展转变，便于揭示个体在不同

数学焦虑维度上的表现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综上，本研究是在前人提出数学焦虑是一个多维度结构的基础上，使用可靠、合理的研

究方法，对数学焦虑的群体异质性进行考察。因此，我们认为本研究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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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2 意见：作者已进行了细致的修改或回应，本人认为已达到了心理学报的要求，同意发

表。 

 

 

编委意见： 

作者根据审稿人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了认真修改，并给予了合理回应，论文质量有所提升。

请作者按照学报的字数要求，对论文进一步修改。修改后建议发表。 

回应：衷心感谢编委专家对本文的仔细审阅和对我们修改工作的认可。 

https://doi.org/10.1016/j.cedpsych.2021.101984


我们根据编委专家的建议，已经按照《心理学报》的字数要求对论文篇幅进行了删减。

文章正文由原来的 16643 字删减至 14576 字。其中，引言和讨论部分均压缩到 3500 字以下，

且对结果部分的描述统计部分的文字阐述进行了删减，参考文献精简到 50 条。 

另外，我们重新校对了全文，修改了不通顺的语句和格式，语句修改之处使用“紫色”

字体进行了标记。 

 

 

主编意见：作者对外审专家的意见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回应和修改，已达到学报的发表要求，

建议微调后发表。另外，图 1~图 3 可以考虑合并在一个坐标轴上，方便读者进行比较。 

回应：衷心感谢主编的宝贵建议和对本文的巨大付出。我们已在原文中将图 1~图 3 合并在

一个坐标轴上。 


